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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17 - 18 世纪是闽南人海外移民的高潮时期 , 也是台湾移民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
台湾移民以闽南人为主 , 可说是闽南社会在海峡对岸的延伸。推动闽南人移民海外的内因是明
中叶以来的人口压力 , 而 16 世纪中叶欧人东来以后带动的商贸和东亚、东南亚沿海地区的开发
使对中国商贩和劳力的需求大增 , 则是吸引闽南移民的拉力。在整个 17 - 18 世纪 , 始终存在着
华人海上商贸和海外移民的互动。闽南人冒险、重商的人文精神 , 则是使这种推力与拉力作用
得以实现的主观原因。17 世纪 20 年代以来 , 由泉籍郑氏集团主导的海外华商网络和台湾开发则
是台湾泉籍人多于漳籍人和泉籍人主导台湾商贸的主要原因 , 这与 17 - 18 世纪海外华商网络和
华人社会以闽南人为主、闽南籍者又以泉府人居多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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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majority of immigrants into Taiwan in 17 - 18th centuries came from south Fu2
jian. The European expansion into Far East since middle of 16th century resulted in prosperou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astal area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aiwan , which led to a great need for labor and commodities. The people in south Fujian , who
had taken the advantage of domina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ercial network since the 15th
century , became the pioneers of Chinese overseas emigration. South Fujian people constantly
emigrated abroad and in return , the Chinese overseas immigrants strengthened the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The whole period of 17 - 18th centuries witnessed an interaction of the over2
seas trade and emigration dominated by the people from south Fujian. The emigration from
south Fujian to Taiwan comprised one part of the overseas emigration from the sam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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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emigration) 指“具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在一定距离的空间上的迁移 , 这种迁移具有
定居性质。”造成持续性移民现象的基本原因主要是为寻求较好的谋生手段和生存空间。大
凡较大规模移民现象的发生 , 需具备四项基本条件 : 第一 , 产生移民的地区是生活资料匮
缺、谋生条件窘迫 , 或因政治变动造成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压力与意愿 , 如土地的超负荷人
口载量、战乱造成的经济残破、政治迫害等。18 - 19 世纪的欧洲、印度 , 12 - 13 世纪的中
国中原地区 , 17 - 20 世纪的闽粤乃至中国东部、中部各省都存在这种移民压力。第二 , 必
须存在得以移居的新的生存空间 , 即有能力吸收移民的地区 , 如 17 - 20 世纪的北美、澳洲、
东南亚等。第三 , 尚需使人民迁徙得以实现的条件 , 如海外移民所需的运输手段 , 对新的生
存空间的认识等 , 如宋元以来闽粤海商对南洋、台湾的了解 , 15 世纪以来欧洲人的地理大
发现等。第四是移民本身的主观动机 , 包括愿意移民和敢于移民的意愿和胆气。第一、第二
个因素最为重要 , 是移民现象产生的基本内因和外因。第三、第四个因素是内因、外因赖以
结合的条件。本文就以上四个因素在 17 - 18 世纪的演变进行具体分析 , 以说明闽南地区人
民移居海外的一般原因。而移民的素质、历史传统及移居地社会环境则是决定移民人口结构
的主要因素。笔者提出的前三项条件与广泛运用于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 ( Push - Pull Theory)
相差无多 , 但第四项强调迁移者本身的主观愿望和期望值 , 这种迁移海外的主观意愿与其传
统和价值取向有密切关系。促使闽南人向海外移民的动机是一种合力 , 是地理、经济、人文
传统的结合。
台湾历史上是一移民社会 , 其移民以闽南人为主。据日据时期的 1926 年调查 , 全台湾
375 万汉人中 , 有 31115 万人祖籍为福建 , 约占 83 %。福建人中 , 漳泉府籍者共约 300 万人 ,
占闽省籍人的 90 %。[1 ]台湾与闽省隔海相望 , 漳泉二府与兴化、福州等府乃至粤东和浙南与
台湾均是一水之隔 , 明中叶以来 , 同为地狭人稠之地。然而 , 为什么主要是闽南人而非闽
中、闽东抑或浙南、粤东人移民台湾 ? 而闽南人中 , 泉州府籍者又多于漳州府籍者 ?[2 ]
在 17 - 19 世纪末闽南人海外移民潮中 , 台湾是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在国际法上 , 闽南
人向台湾移民属国内移民 , 但在 17 - 18 世纪 , 向台湾移民是闽南人海外移民活动的有机组
成部分 , 其移民动机、移民方式、移民社会结构都与闽南人向国外移民无甚差别。本文拟分
析 17 - 18 世纪闽南人大规模移民台湾的现象 , 探讨闽南人向海外移民的普遍原因。
一、人口压力 ———闽南人向海外移民的客观原因
　　明中叶到清代中期 , 福建人口迅速增长 , 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土地兼并日趋激烈 , 兼以沿
海地区战祸不绝 , 土地荒芜 , 造成大量破产农民 , 形成移民主体。
明洪武二十六年 (1393 年) , 福建人口为 391 万。到明后期 , 福建人口已在 500 万以上 ,
而朝廷统计的耕地面积却有所减少。洪武二十六年 , 福建耕地面积为 146259 顷 , 到万历六
年 (1578 年) 则为 134226 顷。[3 ] 耕地的减少 , 部分是因为沿海倭乱 , 海冠肆虐造成耕地荒
废 , 但更重要的是大量农田被权贵、豪强以“僧田”、“官田”等名目兼并 , 不入朝廷的官田
之列。清代闽人蔡清说 :“福建属郡人民 , 自永乐、宣德以后 , 多有田已尽、丁已绝而粮犹
在者 ⋯⋯天下僧田之多 , 福建为最 , 举福建又以泉州为最者 , 最多者数千亩 , 少者不下数
百”[4 ] 。福建山多地少 , 土地的平均人口负载量远低于北方和江南省份。尤其是沿海地区 ,
到明中期时就已是人烟稠密 , 土地不敷使用了。明中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说“漳、泉滨海居
民 , 鲜有可耕之地 , 航海、商、渔 , 乃其生业”[5 ] 。在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里 , 人口增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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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土地负载力 , 通常都会造成移民现象 , 漳泉人迫于人口压力 , 已陆续向内地移民。但福建
内地多崇山峻岭 , 移民的余地不大。明中叶福建参将梨国耀说 : “闽中有可耕之人 , 无可耕
之地。⋯⋯尝观漳郡 , 力农者散处七闽 , 深山穷谷 , 无处无之”[6 ] 。闽南人向内地难以发展 ,
唯有出洋寻求谋生之路。明中叶的闽抚许孚远说 : “闽之福、兴、泉、漳 , 襟山带海 , 田不
足耕 , 非市舶无以助衣食 , 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 , 亦其习使然 , 而漳尤甚。⋯⋯远近豪黠 ,
潜往海滨 , 日夜思逞 , 佣夫贩子 , 千百为群 , 谋生无路 , 讹讹 , 其势将有所叵测”[7 ] 。可见
到了明中叶 ,“田不足耕”已是闽东南地区的普遍现象了。
进入清代后 , 福建人口继续增长。到乾隆末年 , 福建人口约 1300 万 , 比明代后期增加
一倍半。在农业社会 , 人口急剧增长需要耕地相应增长 , 土地人口负载量是与一定生产力发
展水平相联系的。按照明清时代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 , 人均应有 3 - 4 亩耕地才能维持生计。
近人罗尔纲认为 : “每人要有三亩地才可维持生活。”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国人贝克 (De
Baker) 的估计与罗尔纲相当。[8 ] 顺治末年 , 福建耕地面积为 103458 顷 , 道光二十年 (1840
年) 约 14 万顷 , 仅增加 40 % , 而人口在同时期增长 215 倍。明后期福建人均耕地约 212 亩 ,
沿海地区则不足此数 , 尽管商、渔业能一定程度上缓和闽南人民生计窘迫 , 但远不足维持温
饱 , 这是明后期闽南人移民海外的重要动力。经过战乱以后 , 清初福建人均耕地可能略高于
明末。但由于人口繁衍太快 , 到乾隆末年 , 人均耕地剧减为 1105 亩 ; 到道光二十年 , 仅剩
018 亩 , 这是全省平均数 , 闽南地区则远不如平均数。[9 ]
闽南地区的人均耕地远低于维持生计的 3 - 4 亩标准 , 其结果是粮食匮缺 , 流民剧增。
漳州地区历来是福建粮仓 , 至清代中叶以前就都需仰赖进口大米。雍正初年 , 闽浙总督高其
倬报告朝廷 :“闽省福、兴、漳、泉、汀五府 , 地狭民稠 , 自平定台湾以来 , 生齿日增 , 本
地所产 , 不敷食用”[10 ] 。从暹罗贩米到闽粤的商人几乎全是华侨。人口剧增导致粮食短缺 ,
民人铤而走险 , 酿成社会动乱 , 社会动乱又加剧民生之不安定 , 移民已是势在必行。
清代中国的人口压力造成的移民现象并不限于闽粤两省 , 只不过闽粤主要向海外移民而
其他人口稠密的省份向人口稀少的省份移民罢了。在人口激增最快的乾隆时期 , 山东、河北
人民违禁闯入东北 , “偷垦岫岩牧场地亩”等原属满洲人的禁区。湖南、湖北人相率入川 ,
山东、山西、河南人移居甘肃、陕西、新疆。而闽南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濒海 , 又有悠久的贸
易传统 , 长期与东南亚和台湾地区密切交往 , 前往海外谋生成为闽南沿海人民的最佳选择。
由于移民和贩洋之利 , 在 1717 年南洋禁航令以前 ,“闽广家给人足 , 游手无赖 , 亦为欲富所
驱 , 尽入荒岛 , 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11 ] 。明中叶至清初 , 不少出洋之人尚为搏“中
人之富”, 而到清代中期以后 , 绝大多数移民海外者只是为了安身活命了。
即使在清初海禁迁界时期 , 东南沿海仍有人冒禁出洋。1683 年海禁开放以后 , 海上贸
易盛况空前 ,“商船交于四省 , 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
苏禄、琉球诸国”。[12 ]深受海禁迁界之苦的沿海人民纷纷相率出洋 , 施琅提到 : “数省内地 ,
积年贫穷 , 游手奸宄 , 实繁有徒 , 乘此开海公行出入 ⋯⋯如今贩洋船只 , 只数繁多 , 资本有
限 , 饷税无几 , 且藉公行私 , 多载人民”[13 ] , 指的是沿海积贫之民移民海外。虽然康熙五十
六年 (1717 年) 实行南洋禁航令 , 但沿海人民仍偷渡出国。雍正五年 (1727 年) 南洋禁航
令解除之际 , 闽浙总督高其倬就在奏折中讲述这一时期移民偷渡出洋的情况 : “查从前商船
出洋之时 , 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水、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 , 少者六七十人 , 其实每船
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 , 照例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航户 , 略载些许货物 ,
竟得游手之人偷载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银或十余两 , 载往彼地 , 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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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十之六七 , 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14 ] 。这些潜行出国者绝大部分都留居当地 , 成为
华侨。
以上关于明中叶以来福建沿海 , 尤其是闽南地区的人口压力 , 主要说明闽南地区当时生
产力水平和社会资源已无法提供当时人口数量所需的生活资料 , 其结果是推动人们寻找新的
生存和发展空间 , 这种状况在闽南的族谱中多有提到 , 如清中叶南安丰山《陈氏族谱》所
载 :“族之子姓发达后 , 于疆界、土地偏小 , 庐舍纵横 , 田园益蹙。食多生寡 , 故士农卫商 ,
维持生活颇费踌蹰 , 于是乎奔走外洋”[15 ] 。闽南沿海三面环山 , 一面临海 , 福建山区也早已
人满为患 , 人口迁移 , 唯有向海外发展一途。
二、东亚、东南亚海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和开发 :
闽南人向外移民的外在原因
　　明中叶以后 , 欧人相继侵入远东水域。1511 年 , 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 , 1570 年 , 西班
牙人征服马尼拉 , 又于 1626 年占领台湾北部鸡笼港 , 1628 年又占领淡水。1619 年 , 荷兰人
开埠巴达维亚 , 又于 1621 年占领澎湖 , 1624 年被明朝军队逐出后 , 转往台湾 , 在大员筑堡
立足。英人后来居上 , 在槟城、新加坡、仰光等地建立商馆或殖民地。西方殖民者以其所建
立的殖民基地组构各自的贸易圈 , 与欧洲和美洲直接贸易 , 形成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东西
方直接贸易网络的形成激发了对远东商品的大量需求 , 也带动了远东贸易网络地区的经济开
发 , 由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谋生机会 , 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海外移民的拉力。
台湾处于东南亚与东北亚贸易航路中间 , 西向可与大陆直接贸易 , 扼东南亚、东北亚与
大陆贸易的咽喉地带。早在 17 世纪初 , 中国大陆、日本的走私商贩和海盗已将其作为走私
贸易的巢穴 , 荷兰人竭力想取 16 世纪中叶以来扼东北亚、东南亚与大陆区间贸易 (inter
Asian trade) 的葡萄牙人以代之 , 积极组织武力 , 在攻打澳门未果后 , 侵入台湾。无论是率
先进入远东水域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 或是后来的荷兰人和英国人 , 都依托其贸易基地积
极开拓殖民地 , 扩张贸易范围 , 组织商品供应与生产。扩大贸易和殖民地的开发需要大量招
徕商人和劳力。欧人远离本土 , 在远东各地建立贸易据点 , 不仅需要中国商人提供远东和欧
洲市场所需的中国商品 , 维持和开发殖民地所需的粮食、日用百货也需要华商供给 , 而且他
们开垦殖民地 , 经营矿山、种植园 , 获取世界市场需求的原料 , 也需要华人劳动力。
西班牙人在 1571 年征服马尼拉后 , 即释放所扣押的华商 , 在与当地土著的战争中尽量
避免伤及华人 , 目的是为了招徕更多的华船到菲。荷印当局也要求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商馆
善待北大年、暹罗及宋卡的华人 , 大量发放自由证让他们到巴城贸易 ,[16 ] 对到巴城的华船征
税给予相当的宽容。荷属东印度公司甚至用极端手段迫使华人居住到巴城。1617 年 , 荷兰
东印度公司封锁了土人控制下的万丹 , 目的是为了迫使居住在万丹的华人移到巴城 , 以发展
巴城的商务。但华人的生存能力、经商才干和与土著的密切关系又是殖民者所忌讳的 , 当华
人数量、经济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 欧人又加以限制 , 甚至采取屠杀手段。西班牙殖民者




的海贸中心。“每岁孟夏以后 , 大舶数百艘 , 乘风挂帆 , 蔽大洋而下 , 而台、温、汀、漳诸
处海贾往往相追逐 , 出入蛟门中”, “闽广之地 , 富商远贾 , 帆樯如栉 , 物货繁浩 , 应无虚
13
日”[17 ] 。特别是隆庆元年 (1567 年) 海禁开放以后 , 每年从月港进出的远洋大船多达 200 余
艘 , 漳州人由月港出洋谋生者数以万计。海澄人“视波涛为阡陌 , 倚帆樯为耜 , 盖富家以
财 , 贫人以躯 , 输中华之产 , 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 , 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 , 鼓相
续”[18 ] 。云霄人“望海为田 , 民富则船多 , 民贫则船少 , 船多则富者日益以富 , 富者愈多而
造船亦多 , 凡能入海而为盗者皆化为舵工水手矣”[19 ] 。明中叶以后 , 泉州地区人民则从安平
港出洋谋生。郡人何乔远记载“安平一镇尽海头 , 经商行贾力于徽歙 , 入海而贸夷 , 差强赀
用。而其地俭于田畴”[20 ] 。漳州地区出洋谋生的主要去处是菲律宾 , 因其地较近 , 又是连接
美洲、欧洲和远东的主要贸易中心。爪哇等地也是闽粤人定居谋生之地。何乔远在《名山
藏》中记载 , 东爪哇苏鲁马益一带“四乡富饶澹足 , 闽、粤、西番人至久贾 , 长子孙 , 地广
人稠 , 为东洋诸番冠。”[21 ]
如同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采取的招徕和限制华人的政策一样 , 荷兰人在台湾对待汉人的
方式也大同小异。荷人在台湾南部沿海立足后 , 不仅将其作为贸易转运站 , 经营对东北亚与
大陆的贸易 , 而且积极向内陆发展 , 开发台湾的丰富资源。荷人在台湾经营甘蔗、稻米等种
植 , 到处寻找金矿 , 培植糖、粮食、鹿皮、染料等产业。然而 , 这些产业的发展既需要大量
的劳力 , 而且需要掌握一定生产技能的人力。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土著民尚无力从事这些行
业 , 汉人就成为荷人招徕的目标。荷人在台湾经营殖民地 , 其重点发展的种植业是甘蔗与稻
米 , 主要是靠高价收购的政策奖励汉人种植。[22 ]汉人劳力不够 , 荷人还派专船赴大陆招运移
民。1631 年 ,“荷印公司以船舶载中国人 170 人来台 , 尚有千余人寻求搭船 , 因为没有余地 ,
不能输送 , 长官觉得如果中国人有用 , 还可以考虑再派一、二条船舶”[23 ] 。
然而 , 中国移民规模扩大后 , 就引起殖民者的忌讳。如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多次屠杀华
民、巴城荷兰殖民者于 1740 年屠杀上万巴城华人一样 , 台湾荷兰殖民者也于 1652 年对汉人
大开杀戒 , 是役殉难者上万 , 多为汉人 , 即“郭怀一事件”。
欧人主导的世界贸易网络的形成也使东亚、东南亚海外华商网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会 , 17 世纪以来 , 华商网络已成为欧人主导的东西方贸易网络的组成部分 , 两者虽时有冲
突 , 但更多时候是呈共生互动之势。海外华商网络由沿海向内陆扩展 , 由从事商品贩运到组
织商品生产 , 对华人劳力的需求大增 , 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加又支持了海外华商网络的扩大和
产业经营的多元化 , 这种互动状况也反映在明中叶以后台湾的海贸与移民上。
明中叶以来 , 台湾已是中国大陆海商海盗出入之处。嘉万年间活跃于中国沿海和东南亚
的著名海商集团头领林道乾在官军追剿下 , 于嘉靖末年“遁入北港 , 遂恣杀土番 , 取膏血造
船 , 从安平镇二鲲身遁往占城”[24 ] 。拥众达万人的林凤海商集团也常以台、澎作为躲避官军
攻击的巢穴。[25 ]万历中期 , 福建林锦吾海商集团经营福建和澎湖、东番 (台湾) 的贸易 , 林
锦吾据台湾“北港之互市 , 引倭人入近地 , 奸民日往如鹜”[26 ] 。
欧人东来后 , 一些与欧洲人有密切往来的海商集团也将台湾视为东亚、东南亚贸易的重
要一环。泉州海商李旦曾是西属菲律宾马尼拉的华商首领 , 转到日本后成为长崎的华人首
领 , 英人、荷兰人称之为 Capital China , 他与荷兰人及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平户商馆均有密切
联系。他到日本数年内 , 已建立一个往来日本、台澎、福建的海上贸易网络。[27 ]根据英国平
户商馆的 1618 年报告 ,“最近两三年 , 中国人 (李旦集团) 开始与一个叫福尔摩萨的中国近
海岛屿贸易 , 当地只由小船从澎湖进入 , 而且只与中国人进行贸易。⋯⋯Andrea Ditts (即李
旦) 与他弟弟甲必丹华无疑是在当地进行私自贸易中最大的冒险投机者”[28 ] 。
天启二年 (1622 年) , 闽海盗林辛老“啸聚万计 , 屯聚东番之地”[29 ] 。17 世纪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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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左右) , 以日本为基地的闽南海商集团首领颜思齐、郑芝龙就率部到台湾建立贸易
和海盗据点。荷属东印度首任巴城华人甲必丹苏鸣岗 (Bencon) 曾于 1636 年返厦 , 途经台
湾时停留近三年。[30 ] 他在台目的可能是为了做生意 , 成否不得而知 , 但他曾致力于台湾稻
米、甘蔗栽培和农业改良 , 与荷兰殖民当局有密切联系。[31 ]
笔者之所以强调中国海商海盗与台湾的关系 , 主要是为了说明 , 中国海商 , 尤其是与欧
人、日本有较多贸易关系的海商的对台贸易和在台活动 , 直接推动台湾经济开发与贸易的发
展 , 后者的发展将为移民进入提供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 而且海商海盗集团的乡土、血
缘联系也是早期闽南人向外移民的重要因素。
郑氏父子据台时期 , 台湾汉族移民大增。郑成功以海上贸易立国 , 据通洋之利 , “所获
之财 , 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 , 罔不坚利 , 战舰以数千计”[32 ] 。郑经也遣部下洪旭分派商船 ,
“上通日本 ⋯⋯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33 ] 。台湾移民虽以农垦为主 , 但经商贸
易及舵工水手者亦不在少数。
在郑氏时代 , 台湾有了进一步开发 , 土地垦殖与水利兴修大规模进行 , 农业有所发展 ,
手工业如制糖、制盐、烧瓦、造船、冶铁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 尤其是当时国际市场上热
销的食糖 , 每年产量都在 7 万担以上 , 与印尼巴城的糖业同为远东两大产糖中心。
1683 年清军攻下台湾后 , 台湾已是“野沃土膏 , 物产利溥 , 耕桑并耦 , 渔盐滋生 ⋯⋯
舟帆四达、丝缕踵至”的人居稠密、户口繁息之区。[34 ]郑氏以商贸立国 , 台湾的开发是在西
方殖民者东来带动的远东商贸大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清朝统治台湾期间 , 以鹿耳门为“正
口”, 与厦门对渡 , 在近 100 年期间内 , 是台湾与大陆之间唯一的正式口岸 , 直到 1784 年和
1797 年 , 清朝才又允许鹿仔港和北部淡水厅的八里岔与晋江蚶江港对渡福州五虎门对渡。
台湾的大宗出口商品有糖、米及姜黄、樟脑、硫磺等土产 , 从福建输入丝绸、瓷器、棉花、
茶、酒及各种日用品。台米运销福建 , 不仅有助于解决闽南粤东的粮荒 , 也促进台湾稻作经
济的发展和米价的稳定 , 而台湾垦殖事业的发展也进一步扩大了容纳闽南移民的空间。
18 世纪是闽南海商的大发展时期。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 海禁开放以后 , 中国商船
往日本和东南亚贸易多以厦门出口 , 前往“噶喇吧、三宝垅、实力、马辰、赤仔、暹罗、柔
佛、六坤、宋居唠、丁家庐、宿雾、苏禄、柬埔寨、安南、吕宋诸国”[35 ] 。厦门作为 17 世
纪末以后近百年内唯一和台湾对渡的港口和远东水域重要的贸易港之一 , 是台湾货物国际流
通的转运港。国际市场热销的台糖运到厦门 , 对厦门的国际贸易有很大的价值。18 世纪初 ,
白糖在广州每担仅值 116 两白银 , 运到长崎则值 415 两。[36 ] 厦门商船长期经营大陆、台湾、
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转口贸易。朱德兰教授曾据《华夷变态》记载统计 , 1684 - 1721 年间有
赴日华舶 178 艘 , 其中 , 曾直接前往台湾贩运砂糖、鹿皮等货物的船舶有 33 艘 , 以厦门船
只为多。[37 ]
1684 年以后 , 台湾主要通过与厦门的对渡进行国际和国内贸易 , 台湾经济主要支柱米
和糖成为当时远东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之一 , 通过与厦门的贸易 , 推动台湾农业经济一定程度
的商品化 , 也对经营台湾产品的闽南商人扩展海外贸易起了重要作用。在 17 - 18 世纪 , 闽
南籍海商一直主导华商贸易网络 , 随船的移民者也以闽南籍者为多。在 19 世纪前 , 出洋之
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 , 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38 ] , 反映了中国海外移民者以闽南
人为主。闽南海外贸易的发展既推动海外移民的进程 , 也带动台湾经济的发展 , 从而为闽南
人移民台湾扩大生存和发展空间。向台湾移民 , 是闽南海贸发展带动的移民潮的组成部分。
对闽南移民而言 , 移居台湾与移居东南亚并无本质的不同。海禁开放以后 , 施琅在《论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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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疏》中说 ,“如今贩洋贸易船只 , 无分大小 , 络绎而发 , 只数繁多 , 资本有限 , 饷税无几 ,
不惟启外域之慢 , 非大国之风 , 且藉公行私 , 多载人民 , 深有可虑”[39 ] 。贩洋船只携带移
民 , 是 17 - 18 世纪移民的普遍现象 , 清朝限制和禁止大陆移民外国的禁令 , 一直维持到
1893 年。移民台湾虽未完全被禁止 , 但一直在严厉限制和监督之中。清朝攻下台湾后 , 陆
续颁布渡台禁令 : 凡欲渡台者需给地方取保、海防同知审批 ; 渡台者一律不许带家眷 ; 粤地
为海盗渊薮 , 粤人不许渡台 (此条后来取消) 。尽管渡台限令时松时紧 , 但直到 1789 年设官
渡以前 , 偷渡一直是闽南人移民海外 (包括台湾) 的主要方式之一。
三、闽南人的重商与冒险传统
　　即使有移民的推力和拉力 , 但移民本身的主观愿望和胆识 , 是能否使推力和拉力产生实
效的前提。闽南人文精神具有重商和冒险的精神 , 使他们为逐利而敢于闯荡异域。[40 ]
闽南人原为由中原迁入百越之地的移民 , 在其颠沛流离的长途跋涉之后 , 原有的观念伦
理、习俗因新环境的挑战而不断加以调整和扬弃 , 形成有别于“安土重迁 , 黎民之性”的中
原地区人文传统的价值观。闽南地瘠民稠 , 戴云山之东南至海 , 大部分为丘陵山地 , 沿海地
区除漳州平原外 , 多为赤土黄沙。严酷的自然环境 , 移民的生存意识 , 使民以海为田 , 赁海
为市。闽南人崇尚商工的传统 , 正是闽南人的务实精神的外化。闽南地少且贫瘠 , 生存空间
狭迫 , 宋末元初 , 泉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 , 至明代泉州港淤塞 , 月港及安平、东石等小港




的“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环境结合 , 形成闽南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 冒险与进取精神。闽南
人常表现出对中心与权威的游离 , 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相对福建省其他地区 , 闽南人、
尤其是沿海闽南人更少循规蹈距 , 更具蔑视权威、敢于离经叛道的独立自主精神。宋元时
期 , 闽南人大规模出洋贸易。明清海禁时期 , 闽南人敢于冒禁下海。明中叶以后活跃于中国
沿海和东亚、东南亚水域的海上走私团伙和海盗集团 , 大多以闽南人为主力。[41 ] 明清时期闽
南人的冒禁下海贸易 , 漂洋过海移民 , 乃至走私偷渡之风至今亦然。
2. 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相对于“万般皆下品 , 唯有读书高”的儒家信条 , 闽南人更
重事功实利 , 具有强烈的务实逐利心态。由于移民传统的影响和生存环境的恶劣 , 闽南人的
价值体系更重物质利益和改善生存条件。闽南人崇尚工商的习俗应始于宋元时期 , 形成于明
清封建皇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之际 , 与西方重商主义的兴起几乎同步。明代以来 , 相
对于学优而官之 , 航海和贸易却成为漳泉一带很多男儿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手段。西方重商主




为 , 这是与儒家思想浸淫未深有关 , 故“民性骠悍 , 海盗横行 , 对于乡土观念甚薄 , 故人民
富于远游之心”[42 ] 。这些出洋人被当时统治者认为是“多系不安分之人”, 连对海外事务较
为熟悉的兰鼎元也认为这些移民大多是“游手无赖 , 亦为富所驱 , 尽入番岛”[43 ] 。历史上闽
南人就以敢做“杀头生意”著称于世。明人冯璋在《通番舶议》中说 , “泉漳风俗 , 嗜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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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 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 , 尚犹结党成风 , 造船出海 , 私相贸易 , 恬无畏忌”[44 ] , 从
而 , 能“富家征货 , 固得捆载而归 , 贫者为庸 , 亦搏升米自给”[45 ] 。自隆庆元年 (1567) 海
禁开放以后 , 闽南商人逐渐主导中国海外贸易近四百年。尤其是郑成功统率的海上帝国 , 其
实力足以与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在远东海域抗衡。
出洋经商和移民行为都是为了逐利 , 支撑这种行为的是闽南人主观上的重商趋利与铤而
走险的精神。在 17 - 18 世纪 , 移民台湾和移民南洋对闽南人都一样 , 两地都是他们可能实
现其改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目的地。
四、17 - 18 世纪闽南人移民台湾过程
　　基于闽南地区的人口压力和闽南人冒险、重商的人文传统 , 又由于欧人东来以后带动的
东亚、东南亚沿海区域的经济开发需要大量人力 , 17 世纪以后 , 闽南人大规模向海外移民 ,
台湾也成为 17 - 18 世纪闽南人渡海移民的主要区域之一。
17 - 18 世纪 , 闽南移民台湾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 第一个时期为郑氏家族时代。始于
17 世纪 30 年代至 17 世纪后期台湾被清军攻下。正式记载闽南人移居台湾的历史可溯自宋
代。何乔远《闽书》引《宋志》载 : “澎湖屿在巨浸中 , 环岛三十六 , 人多侨寓其上 , ⋯⋯
有争讼者 , 取决于晋江县。府外贸易多数十艘 , 为泉外府”[46 ] 。德化县浔中乡宝美村的《德
化星坊南市族谱》记载 :“苏氏一族于南宋绍兴年间分支仙游南门、兴化、涵江、泉州晋江
⋯⋯台湾 , 散居各处”[47 ] 。明中叶闽南海盗肆虐 , 台澎为海商海盗出没之地。海商集团首领
林道乾以台湾为据点 , 从者数百人。另一海商集团林凤团伙也以台湾魍港为窟宅。
闽南人较大规模移台似在颜思齐、郑芝龙集团由日本转往台湾发展的时候。颜思齐以船
13 艘赴台 , 在笨港 (今北港) 登陆。颜思齐据台后 , 将部下分为十寨 , 郑芝龙亦为寨主之
一。颜、郑声势渐大 , 闽南亲属故旧来投 , 凡三千余人。颜去世后 , 郑芝龙为首领 , 先后以
台湾、厦门和安海为基地 , 聚众造船 , 开拓海外贸易 , 与官军对抗。郑芝龙 1628 年被明朝
招安后 , 被授予海上游击 , 福建沿海“几乎成为郑芝龙的独立王国 , 他对福建 (沿海) 的控
制之严密有如对台湾中国人居住区的控制 , 台湾海峡几乎成为郑芝龙舰队的内湖”[48 ] , 荷兰
人只有通过郑氏集团才能与大陆做生意。1627 - 1629 年任荷兰驻台湾总督的彼得 1 纳茨
(Peter Nuits) 于 1628 年 6 月 16 日在热兰遮城写给驻巴城的荷印总督的信中提到 ,“我们没有
船舶能出现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 , 一官 (郑芝龙) 完全控制了这些地区 , 我们只有区区 350
人在此无助地等候。”[49 ] 1630 年 , 郑芝龙利用闽南饥荒时机组织移民迁往台湾。“崇祯间 , 熊
文灿抚闽 , 值大旱 , 民饥 , 上下无策 , 文灿向芝龙谋之 , 芝龙曰 ,‘公第听某所为’, 文灿曰
‘诺’。乃招饥民数万人 , 人给银三两 , 三人给牛一头 , 用海舶载至台湾 , ⋯⋯其人以食之
余 , 纳租郑氏。”[50 ]郑芝龙或许有解家乡饥民之困念头 , 但组织移民也是郑芝龙的一种人力
投资 , 移民以其劳力作为回报 , 增强了郑氏在台湾的人力物力 , 更重要的是汉人的增加有助
于平衡荷兰人在台湾的扩张。这些移民“如同耗之不尽的人力水库”, 可随时支持和补充其
控制下的武装海商集团人员的更新和扩张。林再复先生认为 , 此次移民有两大意义 : 一是这
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向台湾移民 ; 二是中国政府认定台湾是中国领土 , 权力亦
已达台湾。[51 ]其实林先生的看法是对明朝政府的过誉。郑芝龙所作所为 , 均是为扩张其武装
海商集团的利益 , 其与明朝的关系 , 是亦战亦和 , 就如他同荷兰人的关系一样。而此时的荷




载 , 郑成功带去水陆官兵并眷口三万有奇。[52 ] 郑经时期 , 继续施行搬迁家眷入台的措施 ,
“国轩得泉诸邑 , 分其众镇守 , 势稍弱。遂启经调乡勇充任 , 并移乡勇之眷口过台安插 , 庶
无脱逃之流弊 , 缓急可用 , 亦存富兵于农之意 , 经允其请”[53 ] 。清朝为对付郑氏政权 , 实行
海禁和迁界政策 , 使沿海人民流离失所 , 很多人投奔台湾。郑成功也藉机收拢沿海之残民移
台 , 开辟草莱 , 以相助耕种 , 养精蓄锐。郑氏父子据台时期 , 东渡台湾者可能有十数万之
众。[54 ]
清朝攻下台湾以后是闽南人向台湾移民的主要时期。尽管清朝立各种法令限制大陆人前
往台湾 , 但闽南人稠地窄 , 台地肥饶待垦 , 内地“无田可耕 , 无工可佣 , 无食求觅 , 一到台
地上之可以致富 , 下之可以温饱 , 一切农工商贾以及百艺之末 , 计工授值 , 比内地率皆倍”,
而且“沿海内地 , 在在可以登舟 , 台地沙澳 , 处处可以登岸”, 又岂是一纸限令所能禁止。
因此 , 闽南人偷渡赴台 , 有如“水之趋下 , 群流奔注”[55 ] 。
开海初期 , 闽南人迁台以单身移民偷渡或领照渡台为主 , 藉开海千帆竞发之机搭商船出
洋 , 到雍正十年 (1732 年) , 单身赴台者已有数十万之众。当时的大学士鄂尔泰认为既然偷
渡不能禁绝 , 前来台地的移民又因无家室而不安定 , 可能聚众而铤而走险 , 遂上奏朝廷 ,
“台地开垦承佃、雇工贸易系闽粤民人 , 不啻数十万之众 , 其中淳顽不等 , 若终岁群居 , 皆
无家室 , 则其心不靖 , 难以久安”, 建议“查明有田产生业 , 平时守分循良之人 , 情愿携眷
来台入籍者 , 地方官申详该管道府查实给照 , 令其渡海回籍 ⋯⋯准其搬携眷入台”[56 ] 。朝廷
允许搬眷渡台以后 , 移民台湾者骤增 , 从 1732 - 1739 年 7 年间 , 渡台大小男妇不下二万余
人。渡台人数剧增引起朝廷不安 , 担心大陆人口藉携眷之机涌出 , 又于 1739 年禁止搬眷入
台。此后搬眷入台之令时严时宽 , 但严时偷渡之风大盛 , 宽时领照出洋与无照偷渡者并举 ,
闽南移民入台络绎于途。
由于禁渡之令如同虚设 , 反给沿海守口官弁勒索之机 , 闽浙总督福康安于 1789 年奏请
更易禁渡之令 , 设私渡为官渡。官渡设立后 , 偷渡之风有所缓和 , 但由于尚不能自由出入台
湾 , 偷渡之风仍在继续 , 到 19 世纪初 , 台湾人口已达 200 万。[57 ] 直到 1875 年闽抚沈葆祯担
任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事务兼理各国事务时 , 大陆人渡台才完全开禁。
五、漳泉移民的差异





呈如此分布 , 陈正祥先生的解释是移台时间的先后问题 , 即泉州最接近台澎 , 移民来台早 ,
故先占平原 , 后来者只好占更远的平原边缘、丘陵和山地。[59 ] 施添福教授根据迁台漳、泉、
粤在原籍地与现居地环境、谋生手段甚为相似而提出 , “决定清代在台汉人祖籍分布的基本
因素是 : 移民原乡的生活方式”[60 ] 。与籍贯分布状况相关的是谋生方式。大体而言 , 商贸方
面泉籍者占优势 , 漳籍者则从事商品农业者居多。





活跃于嘉万年间的海寇海商 , 漳籍者不少于泉籍者。16 世纪中后期葡萄牙人和西班牙
人东来以后 , 与福建的贸易首先是在九龙江口的漳州海澄沿海进行。[61 ] 16 世纪末由漳州海商
主导福建和西属马尼拉的贸易 , 所带动的海外移民 , 似也以漳籍者为主。但在整个 17 - 18
世纪 , 漳州的海外移民远少于泉州的海外移民。除华商海贸主导权的易位 (泉籍者取代漳籍
者) 外 , 移民的推力似乎也是对泉州籍者更强。
如上所述 , 明中叶以后 , 福建已是人多地少 , 沿海人口压力尤甚。但就漳泉二郡相比 ,
泉州人口压力更大。就地理环境而言 , 九龙江冲积的漳州平原是福建最大的平原和粮仓 , 较
泉州的晋江平原大三倍。56617 平方公里的漳州平原土地肥沃 , 灌溉便利 , 盛产大米、甘
蔗、水果、花卉。泉州山多平地少 , 山地面积占 70 % , 沿海平地除晋江平原外 , 也是赤土
黄沙 (惠安、晋江南部、南安部分沿海地区均是如此) , 土地贫瘠。泉州可耕地一直少于漳
州 , 即使是泉州人近 300 年来大量移民海外 , 本地人口仍一直多于漳州 (见下表) 。
表 1 　漳泉人口土地与海外移民数据比较 ( 1997 年) [ 62]
人口 土地 (平方公里) 可耕地 粮食产量 海外移民及后裔
漳州 439 万人 1126 万 24615 万亩 154 万吨 70 万人
泉州 650 万人 111 万 21315 万亩 117 万吨 464 万人
3 上表的海外移民及后裔数字取自 1988 年侨情普查各市所报数字 , 不包括移居台湾者 , 与国内已无联系
或国内未知者也不在数字之内。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华侨志》, 1992 年 , 184 - 185 页。
由上表可见 , 仅就人口压力与原籍地生态环境而言 , 对泉籍者的移民推力应远甚于漳籍
者。17 世纪以来 , 泉州的海外移民远比漳州要多 , 而至今人均可耕地仍比漳州少 , 表现在
粮食产量的可耕地质量就更差了。
2. 泉州籍人主导海外贸易网络
在研究 17 - 19 世纪中国海洋拓殖史方面 , 笔者向来强调海外贸易与移民的互动关系 ,
即海外贸易向移民原籍地提供各种海外信息 , 提供生存空间及发展机会 , 海商的帆船也是运
输移民的主要交通工具。泉籍海外移民数量最多 , 与泉籍海商 17 世纪以后一直主导海外华
商贸易网络息息相关。
宋元时期 , 泉州是远东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 泉州港千舟竞发万商云集 , 比漳州更早培养
起浮海谋生的风气。隆庆元年 (1567 年) 海禁开放以后 , 漳州月港成为中国海商的主要发
舶地和私商贸易的中心 ,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多到九龙江口贸易。月港兴起和漳州海商首先
与西、葡、荷兰人经商 , 是漳州海商崛起并主导 16 世纪后期到 17 世纪初华商海外贸易的主
要原因。[63 ]贸易与移民互动 , 此时中国的海外移民主要是前往西属马尼拉和荷属巴城。17 世
纪初的巴城华人以闽南人为主应无疑义 , 但漳籍者多或泉籍者多难以查证 , 而马尼拉的华人
以漳籍者占绝大多数却是毫无疑义。闽人何乔远记载 , 马尼拉“其地迩闽 , 闽漳人多往焉 ,
率居其地曰涧内者 , 其久贾以数万 , 间多削发长子孙”[64 ] 。
影响 17 世纪漳州人海外贸易与移民事业发展的可能是三个因素 : 第一是西班牙人尽屠
以漳籍者为主的马尼拉华商与移民。1603 年 , 西班牙人对马尼拉华人大开杀戒 , 华人殉难
者 215 万 , 其中澄人十居其八。[65 ] 17 世纪初海外华商主要活动区域是日本、马尼拉及马来半
岛诸港 , 尤以马尼拉华商与移民为最多。马尼拉华商被屠 , 漳州籍海商元气大伤 , 其以后的
地位也被泉籍商人所取代。其次是月港淤塞 , 作为明代后期中国私商贸易中心的地位被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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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安海等港取而代之 , 可能也是漳籍商人衰落的原因。[66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是郑芝龙的崛起和 17 世纪 20 - 70 年代郑氏海上帝国的确立。郑芝龙为泉州南安人 , 长期以
晋江安海和厦门为基地拓展海外贸易与移民。17 世纪前期远东水域的中国海商集团具有强
烈地域情结 , 浙、闽、粤海商海盗集团多以地域、宗亲为纽带组构 , 活动范围与抢掠对象也
因此而不同。郑芝龙部属多为泉郡人 , 被明朝招安以前 , 数度在闽南沿海劫掠 , “侵漳而不
侵泉 , 故漳人议剿而泉人议抚 , 两郡异议纷然”[67 ] 。1620 年前后 , 郑芝龙就已在台、澎活
动。明中叶时 , 漳泉人至台湾已有数千人 ,[68 ]到明后期 , 聚在颜思齐、郑芝龙旗下的漳泉无
业之民凡三千人。[69 ]海澄人颜思齐死后 , 郑芝龙为魁 , 多引泉府人来台当在意料之中。1630
年郑芝龙招募闽南数万饥民赴台 , 主要也是泉州、安海一带居民。郑芝龙受招安以后 , 为免
后顾之忧 , 先败同属泉籍的惠安人李魁奇集团 , 1635 年再击败势力强大的海澄人刘香集团 ,
从此最后确立对漳州籍海商集团的优势 , 成为远东水域华商的首领。郑成功继承父业 , 并击
败荷兰人 , 建立起日本以南、马六甲以北东亚水域的海上帝国。其征台带去的部属 , 相信也
是泉州人多于漳州人。由郑氏海商集团主导的海上贸易活动刺激下的闽南海外移民 , 泉籍人
也会更多。虽然郑氏政权 1683 年瓦解 , 但以闽南人 , 尤其是泉籍人为主导的海外华商网络
已基业稳固 , 在欧人对东南亚的贸易和开发热潮中与闽南海外移民互动 , 其经贸和移民范围
从东南亚沿海扩展到内陆 , 也带动了其他籍群 (如客家、广府) 的海外移民。
3. 与台湾对渡港口主要设在泉州府境内
清朝攻下台湾后 , 以台湾鹿耳门为正口与厦门对渡 , 厦门作为大陆唯一港口渡台的局面
持续近 100 年。厦门历来作为漳泉两府的门户 , 但地在泉州府同安县一隅 , 行政管辖权在泉
州 ,“武则命水师提督帅王营弁兵守之 , 文则移泉永道、泉防同知驻焉”[70 ] 。管辖厦门口岸
的兴泉永道、海防同知石浔司巡检等 , 原都驻泉州 , 以后才迁厦门。兴泉永道设于康熙九年
(1607 年) , 雍正五年 (1727) 移驻厦门。海防同知驻泉州府城 , 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年)
移驻厦门 , (晋江) 石浔巡检司在康熙十九年 (1680 年) 移驻厦门 , 但仍名石浔。[71 ]
如上所述 , 泉州人较漳州人更有海外移民意识 , 在海贸、商业方面占优势 , 加上渡台口
岸又在泉州府属的同安和晋江境内 , 也使泉府人出洋较为便利 , 台湾与泉府的商贸更为密
切 , 迁台者泉府人更多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是渡台正口在泉府境内 , 由于限制盘查较严 , 仍
不能满足移民 , 于是偷渡者日多。虽然偷渡者泉漳皆有 , 偷渡地点也以在泉府者为多 , 如南
安、石井、同安刘五店、晋江石浔、围头等地 , 都是偷渡口岸。[72 ] 由于一口对渡不能满足渡
台需要 , 1784 年和 1797 年 , 清朝又在晋江蚶江和福州五虎门开放两个与台对渡口岸。晋江




17 - 18 世纪是闽南人大规模向海外移民的时期 , 也是台湾移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台湾移民以闽南人为主 , 可说是闽南社会在海峡对岸的延伸 , 是 17 - 18 世纪闽南海外移民
的组成部分。推动闽南人移民海外的内因是明中叶以来的人口压力 , 而 16 世纪中叶欧人东
来以后带动的商贸和东亚、东南亚沿海地区的开发使对中国商贩和劳力需求大增 , 则是吸引
闽南移民的拉力 , 在整个 17 - 18 世纪 , 始终存在着华人海上商贸和海外移民的互动。闽南




的经营开发和以台湾为中心组构远东贸易网络 , 开创了闽南人大规模移居台湾的空间 , 奠定
了郑氏以后台湾的进一步开发和向台移民的基础。郑氏集团源于泉州府 , 17 世纪 20 年代以
来 , 由泉籍郑氏集团主导的海外华商网络和台湾开发则是台湾泉籍人多于漳籍人和泉籍人主
导台湾商贸的主要原因 , 这与 17 - 18 世纪海外华商网络和华人社会以闽南人为主、闽南籍
者又以泉府人居多是相一致的。
日据时代以来 , 台湾与闽南的全方位联系基本中断 , 台湾社会与闽南社会发展各异 , 程
度有别 , 但迄今两地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仍有高度的一致性 , 这种发源于长达 300
年的贸易和移民关系的一致性 , 将为闽南与台湾关系的重构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蒙研究生刘勇、助教沈燕清帮助核对史料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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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的感性认识 , 又有严谨的学术研究 , 对
我们了解缅甸华侨华人及缅甸这一文明古国





版社出版。全书论述了 1950 年至 2000 年印
尼华人各方面的情况。全书共 18 章 , 约 25
万字 , 并有 20 多张照片。附录有中外文主
要参考文献及重要地名中外文译名表。
作者系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所
长黄昆章教授。他是印尼华侨 , 长期研究印
尼华人问题。本书是他的新著 , 也是中国学
者撰写的第一部论述当代印尼华人的著作。
香港各大书局有售。 (乔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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